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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干沉降速度定义出发,综述了过去几十年来国内外在气溶胶干沉降实验技术和理论方面的主要进展.气溶胶粒子从大气向地表沉降的过程决定

于颗粒物的粒径、密度和空气粘性系数,同时受空气动力学阻力、粘滞层阻力和表面收集阻力的影响,这些阻力分别与大气层温度、风速、相对湿度等

微气象条件密切相关.获取干沉降速度的方法主要有示踪法、梯度法和涡流相关法等.风速的三维瞬时量、动能、摩擦速度、温度和涡旋扩散系数可由

超声风速温度仪测定.由于气溶胶具有很宽的粒径谱分布,通常使用几台仪器(如串联式多级采样器、空气动力学粒径谱分布仪和扫描电迁移率颗粒物

粒径谱仪)进行联合测量.干沉降参数化方案中,基于斯托克斯定律的物理模型着重于平衡重力、浮力和阻力的作用,半经验方案则进一步考虑了大气湍

流、分子运动以及表面捕获机制包括布朗扩散、碰撞、截留、反弹、热泳和扩散泳.然而,参数化方案预测结果在某些粒径段与外场测量数据仍存在显

著差异.结合目前干沉降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今后气溶胶干沉降的研究方向和技术方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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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review of main research progresses on the aerosol dry deposition experiment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started with the definition of dry deposition velocity. Dry deposition of particles from the atmosphere to 

the earth is not only dependent on the aerosol size, the aerosol density and the air viscosity, but also affected by the aerodynamic 

resistance, the viscous resistance and the surface collection resistance,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micro-meteor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the atmosphere temperature, the wind speed and the relative humidity. The typical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ry deposition 

velocity include tracking techniqu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method and eddy correlation method. The instantaneous three velocity 

components,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friction velocity, temperature and eddy diffusion coefficient can be measured by the Ultrasonic 

Anemometer Thermometer. Aerosol size distribution is commonly obtained by the combined measuring devices (Serial multistage 

sampler, Aerodynamic Particle Sizer and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due to the wide particle size range. In the 

parameterization of the particle dry deposition, the physical scheme is based on the Stokes’ Law which emphasizes the equilibrium of 

gravitation, buoyancy and drag force, while the semi-empirical formulae introduce the atmospheric turbulence, the molecular motion 

and the surface collection mechanism which accounts for particle Brownian diffusion, collision, interception, rebound, 

thermophoresis and diffusiophoresis. However,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model predictions and field measurements is still significant 

for a certain particle size range. In view of the open problems in the dry deposi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echnique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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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气中气溶胶粒子的来源、组成、迁移变

化规律及对生物的影响和危害受到广泛关注.大气

气溶胶体系中分散的各种粒子也称为大气颗粒物
[1]

,

包括各种扬尘(沙尘、风扬尘、建筑尘、道路尘等)、

地壳元素、各种燃烧过程和工业过程产生的碳黑、

元素碳,以及由气态污染物经二次转化生成的有机

颗粒物(SOA)、硫酸盐、硝酸盐、铵盐,还有少量的

金属元素(铅、汞)、生物气溶胶、放射性核素等
[2]

. 

干湿沉降是颗粒物移出大气的重要途径,其中

干沉降是指无降水条件下,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湍

流输送和重力作用向地面沉降的过程.不如湿沉降

那样相对集中,干沉降作用时间长、范围广,是干燥

天气期间和干旱半干旱地区气溶胶的主要去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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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3]

.它贯穿于整个大气边界层,并且大多数元素的

干沉降通量都大于湿沉降
[4]

.气溶胶干沉降对区域

辐射平衡、地表沉积、深海沉积和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巨大
[5]

,国内外学者先后对不同阶段气溶胶干沉

降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6-9]

.空

气动力学直径是气溶胶粒子最重要的物理特征之

一,1nm~100µm 的粒径分布范围决定了其动力学性

质、光学特性、吸湿性和电学性质具有较大差异
[10]

;

此外,气溶胶干沉降发生于湍流主导的大气边界层,

其湍流边界层机理复杂,下垫面(森林、雪、城市、

草地、裸地,湖面、海面等)特征各异,气象条件随时

间和空间而变化,所以,气溶胶向地表的干沉降过程

极难量化
[11]

.经过 50多年的探索,干沉降实验技术取

得了许多实用性成果. 

大气颗粒物向地表沉降的过程可人为分 3步
[12]

: 

1)受湍流扩散支配的气溶胶由空中向地表粘滞层的

输送;2)气溶胶由紧贴地面的粘滞层向地表的扩散,

该粘滞层厚度仅 0.01~0.1cm;3)气溶胶被沉降表面

捕获.整个沉降过程可以类比于电流或热传输的情

形,经受各种阻力,这 3 个过程分别对应于空气动力

学阻力、粘滞层阻力和表面收集阻力.许多研究人员

试图建立干沉降速度随粒径变化的预测模型
[13-15]

,

但是,气溶胶向地球表面的沉降不仅与粒径有关,而

且还取决于颗粒物的其他物理和化学性质、大气湍

流运动、下垫面特性和微气象条件等,诸多不确定因

素往往导致预测误差
[16]

.在干沉降测量方面,以往的

实测数据主要集中于植被表面,仅有少量文献涉及

水面和冰雪表面.由于颗粒物种类的变异性大于气

态物质,不同粒径气溶胶的捕获效率相差较大,实验

方法的不同以及流动条件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种测

量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
[17-18]

. 

本文在回顾干沉降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大气

气溶胶干沉降过程的测量技术和数学模型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内容主要涵盖描述干沉降

过程的物理量、测量技术与方法、影响干沉降过程

的因素、干沉降参数化方案、表面捕获过程、干沉

降速度模型比较等 6个方面. 

1  实验方法  

1.1  干沉降速度与通量 

干沉降速度 wd 是表征干沉降过程的重要的物

理量,作为大气模式中表面质量输送的重要边界条

件,它在空气动力学里定义为 

wd=-F/C(z) (1) 

式中:垂直方向向下 wd取值为正.干沉降通量 F是从

参考高度到地表之间的总悬浮颗粒物的通量,与颗

粒物浓度 C 一样可直接测量获得
[19]

.定义为二者之

比的干沉降速度属于间接测量的物理量.参考高度 z

对应于空气质量和放射性评估中由区域或全球传

输模式决定的最低高度
[20]

,目前该值尚无统一标准,

外场测量取值一般在 10~35m之间. 

严格讲,干沉降速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颗粒物

的速度,只是因其具有速度量纲而被看作是水平速

度和下降末速的合成.干沉降速度值通常有 2 种来

源:现场测量
[21-22]

和风洞实验
[23-24]

.直接在大气中测

量获得的数据真实度高,但耗资较大、费时费力,数

据点较少且测量结果往往局限于特定的风速、建筑

物形状或地形等.风洞实验测量方便、准确、安全,

气流参数如速度、压力、密度、温度等易于控制和

改变,可满足各种试验要求,一般不受天气变化的影

响,可以连续进行试验且费用低廉。因而,早在 1970

年人们就开始使用风洞进行干沉降研究
[25]

,所得到

的气溶胶干沉降速度随粒径变化规律与大气实测

结果趋势相同:粒径增加导致干沉降速度变化较大,

直径大于 2µm 的粒子,沉降速度随粒径的增大而急

剧增加,因为粒子越大、重力沉降作用越大,当粒径

大于 5µm时,粒子的干沉降速度基本上受重力控制;

直径小于 0.1µm 的爱根核粒子,随着粒径的减小,干

沉降速度反而增加,这是因为尽管纳米粒子以分子

运动为主,但静电沉降作用随粒径的减小而增大;重

力与静电的共同作用使得积聚模态粒子的干沉降

速度在粒径为 0.1µm至 2µm之间达到最小值. 

要注意的是,风洞试验与现场测量的干沉降速

度绝对值相差很大
[26-27]

,各种粒径尺度下的粒子干

沉降速度比大气实测结果小几倍到一个数量级,这

与风洞模拟实验为中性状态有关,即绝热情况下稳

定边界层不受热通量的影响或热通量虽然存在但

与风切变的作用相比微小得足以忽略不计,而现场

测量通常处于不稳定大气层结之下,因此,风洞实验

值得加强研究以突破此局限性. 

1.2  测量技术 

1.2.1  测量方法与仪器  对干沉降过程的测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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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溯到 20世纪 40年代末.为评估核武器试验中的

“热”放射性大粒子以及滞留在大气中以核裂变产

物为主的小颗粒引起的干沉降对环境的影响,研究

人员开发了示踪法,即通过释放放射性标记或化学

标记示踪粒子进而使用采集桶收集粒子来确定沉

降量,并估算干沉降速度
[28]

.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如Maro等
[29]
进行建筑物立面的干沉降研究时,将放

射性核素
7
Be、荧光素钠、六氟化硫作为示踪物,通

过高浓度气溶胶发生器注入风洞中,经迁移扩散之

后,示踪粒子被收集在玻璃和 3种涂层表面上. 

20世纪 70年代,基于不同垂直高度的气溶胶粒

子浓度差的梯度法以及基于涡旋协方差和功率谱

的涡旋相关法
[30-31]

开始投入使用.风速的 3 个瞬时

量、动能、摩擦速度、温度和涡旋扩散系数由超声

风速温度仪测定,气溶胶粒径和通量由风速仪和光

谱仪联合获取.由于气溶胶具有很宽的粒径谱分布,

很难用一台仪器测定,常用几台仪器同时测量得到,

粒子的性质要求采用不同的物理原理采集或确

定  

[32]
.例如,串联式多级采样器(MOUDI),采用撞击

方式进行粒径切割;空气动力学粒径谱分布仪(APS)

利用激光技术分离不同粒径的气溶胶粒子,并同时

测定粒子光散射强度;扫描电迁移率颗粒物粒径谱

仪(SMPS)使用静电分级器(DMA)测定粒径,凝聚粒

子计数器(CPC)测定颗粒物数浓度,联合几种不同的

仪器可以同时获得 1nm到 20µm气溶胶粒子的数谱

分布函数,进而计算颗粒物表面积浓度、体积浓度和

质量浓度 

[33-34]
. 

1.2.2 气溶胶收集 收集方法主要有 3 种:1)颗粒物

从空气中自然沉降到采尘桶、盘或代用面上  

[35-36]
,

代用面有油脂润滑条、滤纸、培养皿、显微镜片、

特氟龙板,大理石表面等;2)通过仪器中的采样膜或

多孔介质过滤得到颗粒物;3)直接使用水面采样器,

然后分离、烘干、称重.第 1 种方法适合直接测量,

如叶面提取、通流和茎流、流域质量平衡、空气动

力学设计表面、同位素示踪剂、积雪取样和云滴收

集等,收集器几何形状与代用面性质对收集量具有

较大影响
[37]

,回收效率通常为60~80%;第2种方法常

见于大气通量法中的各种仪器
[38]

,以纤维素膜的使

用最为广泛,采集效率接近 100%,但缺点是对潮气

敏感,采集细粒子的效率低,为此开发了其他专用性

较强的采样膜如玻璃纤维膜、石英膜、塑料微孔薄

膜等
[29]

;第 3 种方法中,水面收集的独特性在于能够

吸收几乎所有粒径的气溶胶.水面收集器配备储水

器和水泵进行循环以免长期采样引起水饱和而导

致沉降量被低估
[39]

,但采样时间和水深没有设立相

关标准. 

1.2.3 存在的问题 干沉降测量技术已经取得很多

进步 ,但每种测量设备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

如,MOUDI 每一级上样品的负荷量有限、易造成空

白等人为误差,APS 的激光检测电路会出现假峰和

叠加情况而导致测量误差.而且,不同实验方法存在

测量和分析的非统一性,有些实验结果证明干沉降

通量与环境浓度存在强相关性,但有些研究却结论

相反
[40]

.此外,气象因素和颗粒物本身的不确定性也

会造成实验数据的较大差异. 

1.3 影响干沉降过程的因素 

气溶胶粒子从大气中降落到地面,其沉降过程

决定于颗粒物的粒径、密度和空气粘性系数.许多外

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都证实,干沉降速度强烈依赖

于粒径
[41-42]

.空气的运动粘度是温度的强函数,因此,

温度对干沉降的作用不容忽视.一般而言,温度越高,

大气混合度越高,大气稳定性下降引起空气湍流效

应的变化,如果颗粒物浓度较高,这种湍流会导致颗

粒分散,增大温度和干沉降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干沉

降速度随之减小.但是,如果粒度落在粗粒子范围,温

度升高造成粒子动量的增加,此时会发生正相关,致

使干沉降速度增加;但对细颗粒,这种动量效应影响

不大
[43]

. 

另一方面,气溶胶沉降到地表的干沉降速度受

到空气动力学阻力、粘滞层阻力和表面收集阻力

大小的作用,这些阻力分别与大气层温度、风速、

相对湿度等气象条件密切相关.风速越高,加速颗

粒物运输的摩擦速度越高,干沉降速度和风速之间

存在较强正相关
[44]

;但在特殊场合,尤其是大暴雨

后,这种关联度却很差,原因主要在于采样时颗粒

物已经被雨水洗除.此外,相对湿度的增加将导致

粒度增加,这种吸湿增长可以显著提高颗粒物的沉

降速度
[45]

. 

水面和海面以多种形式影响气溶胶的干沉降

过程,除吸附、捕获等表面过程之外,风与水流相互

作用产生的波浪能够改变交换面和流线,沉降量随

之而发生改变
[46]

.如对黄海大气颗粒物养分浓度、溶



3214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38卷 

 

解度和沉降通量的研究显示,干沉降速度值在风暴

期间为 0.68cm/s,正常日为 0.22cm/s,与陆地地面相

比较低,代表了较低的干沉降通量
[47]

.但有些研究结

果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刘元隆等
[48]
通过比较海

滨城市和海洋气溶胶的粒径分布,发现无论单模态

还是细模态,谱分布峰值明显偏低或缺失,远海无机

氮的质量浓度远低于近海城市,但气溶胶干沉降速

度较为接近而粒径分布差异较大,远海气溶胶无机

氮的干沉降通量远超近海城市. 

采样点环境类型是影响干沉降过程的另一重

要因素
[49]

.自然界中,植物种类、叶子特征如尺寸、

叶毛和结节的存在都会影响层流边界层的生成和

连续性,从而直接关系到颗粒物的捕获效率.如果某

采样场地被树木包围,叶子会捕获悬浮颗粒并减少

空气中的污染物.此外,粗糙表面会导致空气流动特

性和边界层发生变化.例如,粗糙元之间的风速降低

将导致颗粒物的 Stokes 停止距离变短,沉降通量随

之增大.因此,气溶胶在粗糙表面比光滑表面具有更

高的干沉降速度. 

气溶胶在冰雪面上的干沉降过程受 2种机制控

制,一种是物理机制,包括重力沉降、湍流运动、布

朗运动、惯性撞击、静电作用等;另外一种是化学机

制,包括化学溶解、反应扩散等,如高山冰雪大气中

的臭氧和过氧化氢促使气溶胶容易发生光化学氧

化反应
[50]

.实验结果揭示,辐射区干沉降速度的降低

缘自沉降过程中伴随的 HNO3 光解作用,造成硝酸

盐在两种雪盖表面上干沉降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暴露时间的不同以及高海拔地区具有较高的光

照强度和紫外辐射. 

综上所述,影响干沉降过程的因素有很多,表 1

罗列了直接与间接测量的主要相关物理参数.干沉

降速度与粒径、摩擦速度、粗糙度、风速、大气稳

定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51-55]

.其中,空气动力学参

数摩擦速度 uf和表面粗糙度 z0由式(2)决定 

 
z

0

ln
fu z d

u
zκ

⎛ ⎞−
= ⎜ ⎟

⎝ ⎠
 (2) 

式中:uz是垂直高度 z处的风速,uf、d、κ分别为摩擦

速度、零平面位移和 von Karman常数
[56]

.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参数之间相互作用将

增大干沉降研究的不确定性.研究显示
[57]

,干沉降速

度与摩擦速度成正比,并具有明显的粒径依赖性.对

于给定的风速,粗糙度将增加摩擦速度.与摩擦速度

相对应的是受表面粗糙度和风速影响的雷诺切应

力,摩擦速度一般为平均风速的百分之几.对于较高

或较密的植被,零平面位移显著影响粗糙度和阻力

系数
[58]

.地转阻力系数是摩擦速度与地转风速之比,

取决于Rossby数,Rossby数则直接与粗糙度有关
[59]

.

粗糙度与大气稳定性有关
[60]

,大气稳定性、相对湿度

和运动粘度则强烈依赖于温度.因此,在对大量实验

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关联方面,未来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2  理论模式 

直接测量干沉降通量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因

而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常常采用间接法来进行估

算
[61-62]

.间接法是一种基于干沉降通量定义的推理

方法,干沉降速度从物理模型或其他参数化方案中

获取,气溶胶浓度则由测量得到,二者乘积即为干沉

降通量. 

2.1 干沉降参数化方案 

假设流体连续,流动状态为层流,粒径符合牛顿

定律
[63]

,经数学推导得出斯托克斯定律,进而可估算

Stokes 停止距离和下降末速 

 ( )
2

p

t p a
18

D g
w ρ ρ

μ
= −  (3) 

式中:Dp为粒径,ρp为密度,μ为动力学粘性系数. 

然而,大粒径颗粒物不适用于斯托克斯定律,因

为大粒子周围的流动状态变为湍流,惯性力对流场

的作用大于黏滞力,就不能再对流体绕过球体时做

忽略包含速度平方项的近似处理.对于小的颗粒物,

由于粒径与分子间平均距离一样或者更小,流体不

能再作为连续介质处理,运用斯托克斯定律得到的

结果不再准确,虽然引入 Cunningham 修正因子
[7]
得

以补偿颗粒脱离气体分子而发生的滑动现象,但对

于粒径超过 30µm 或小于 0.36µm 的颗粒物,预测结

果仍不理想. 

鉴于斯托克斯定律仅限于浮力、重力和空气阻

力之间的平衡,没有考虑颗粒物对沉降表面的惯性

撞击
[64]

,Slinn
[65]
建议将边界层划为两层:从参考高度

到植被顶部的空气动力层与植被顶部到地表的植

被层.在空气动力层中,气流输送和湍流扩散是干沉

降过程的主导机制,颗粒物下落时遇到的阻碍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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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力阻抗 ra表征,并通过积分动量方程获得;植被

层最主要的特征是沉降表面对颗粒物的吸附作用,

用植被表面阻抗 rs描述,干沉降速度因而定义为 

 vd=vg+(ra+rs)
-1

 (4) 

式中:重力沉降速度 vg 贯穿于整个沉降过程，与速

度单位一致;表面阻抗与风速、摩擦速度、空气动力

学耗散系数和捕获效率有关,捕获效率由表面特性

与捕获过程共同确定. 

从 1982年至今,Slinn模型因形式简单而得到广

泛的应用,成为国内外研究干沉降的最重要的方案

之一
[66]

,例如, Zhang等
[67]
在充分考虑湿度影响的基

础上开发了适用于亚微米粒子的干沉降速度模型.

这些模型属于半经验方案,特点是不受颗粒物大小

和性质的制约,也与温度、湿度和风速等微气象条件

无关,但是,由于各个阻抗需要根据地表特征和季节

变化通过实验来确定,尤其是表面捕获参数决定于

布朗扩散、碰撞、拦截和反弹等表面过程,诸多不确

定性因素使得预测结果与实测值在特定的粒径范

围内相差很大,在某个粒径段甚至可达到 2 个数量

级以上(图 1). 

表 1  气溶胶干沉降过程相关物理量直接与间接测量结果 

Table 1  Direct and indirect measurements of the physical quantities relevant to aerosol dry deposition processes 

文献 年份 沉降表面 z0(cm) dp(µm) uf(cm/s) wd(cm/s) zR(m) 大气稳定度 风速(m/s) 

[7] 1972 谷物与草地 1.2 23.6 27~135 1.9~7.8 0.2   

[26] 1987 农田  0.01~47  0.24~5.0  I 0~4m/s 

[57] 1997 冷杉 136   0.7 30 N/I  

[51] 2000 松树 120 0.01~0.02 53~102 1.08~3.9 23 N/I  

[52] 2001 收集盘  0.1~35  0.1~13.8   4.2~6.2 

[77] 2002 矮草 2.2 0.1~0.2 18 0.87±0.09 2.86 N  

[19] 2003 润滑条  0.09~33.06  0.21~89.3   2.18~5.89 

[53] 2004 松树 100 0.05  0.43±0.06 22   

[43] 2006 海滨  0.05~0.06 20~66 wd =0.006uf 35 |L|>50m  

[18] 2007 松树 120 0.015~0.04 8~128 0.3~2.8 22 |L|>100m  

    0.05~0.08  0.3~2.1    

    0.03  0.5~4    

[80] 2012 城市  TSP  0.6~2.64   0.5~1.6 

[54] 2013 玻璃(WT) 0.0085 0.06~0.46 6 0.0012  S 1.3 

  水泥(WT) 0.014 0.07~0.54 7 0.0018    

  草(WT) 0.44 1 13 0.026    

[82] 2014 

植被(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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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16 阔叶林 1.15 2.5 0.21 0.98 10 1/L=-0.01 0.46±8.18

[72] 2017 水面  0.18~0.9 5~41 0.00045~0.0009  S 1~9.5 

注:TSP指总悬浮颗粒物;wd、uf、L分别是气溶胶干沉降速度、摩擦速度、Monin–Obukhov 长度;S为中性大气稳定度,I为不稳定状态;WT代表风洞实

验结果. 

2.2  表面捕获过程 

研究壁面捕获过程的文献相对较少,对表面捕

获效率中各参数的确定以及各种表面捕获过程的

影响尚未达成共识.研究认为
[68-69]

,颗粒物在沉降表

面被捕获的主要物理机制为布朗扩散、截留、碰撞

和反弹.直径小于 10µm的气溶胶粒子在大气中受到

来自各个方向的随机撞击,不同物质彼此进入对方

而产生无化学反应的非对流性扩散 ,称为布朗扩

散.Petroff 等
[7]
和李卓群等

[8]
在综述中指出,布朗扩

散可以用著名的舍伍得数 Sh(Sherwood number)和

雷诺数(Re)定量描述,但不同文献中 Sh 值相差较大;

截留是指随流场流动的惯性较小的颗粒在距离壁

面小于半个粒径时被壁面捕获,它与粗糙元的尺寸、

间距、粗糙元表面的微小特征以及摩擦速度有关
[70]

;

碰撞描述惯性较大的颗粒因不能跟随空气流动而

碰撞表面的现象,由斯托克斯数 St 决定,St 数与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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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豫时间和摩擦速度的乘积成正比
[71]

;反弹指运动

中的大颗粒遇到壁面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弹回,引入

式(5)以补偿反弹引起的表面收集的减少. 

 
t

exp( )R b S= −   (5) 

式中:b为经验常数. 

关于表面过程的最新研究是在风洞中模拟水

面上方亚微米气溶胶粒子的干沉降,模型研究与实

验结果均揭示出扩散泳(Diffusiophoresis)、特别是

热泳(Thermophoresis)的重要作用
[72]

.热泳是在热

流及温差推动势下的流体中粒子的运动.气体中的

颗粒热泳是指由于热区域的高能量气体分子撞击

粒子的动量比低温区气体分子带给粒子的动量大,

因而在总体上表现为颗粒物向着温度梯度的反方

向移动,并沉积于低温表面上.Calec 等
[72]
发现,当空

气和水之间的温差低于-3℃时,在沉积层转移系数

中添加扩散泳速度与热泳速度,能够大幅提高实验

数据与模型之间的一致性,并且干沉降速度与温度

呈负相关,但这与 Lo等
[73]
的结论正相反,后者认为,

当 ΔT 增加时,大气不稳定性的增加导致干沉降速

度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研究通常都假设沉降表面

的气溶胶浓度为零,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

1)地球表面的颗粒物始终存在
[74]

;2)即便最初是零,

随着干沉降的发生和持续,地表气溶胶浓度不再能

够保持零值;3)颗粒物二次悬浮现象表明地面确实

存在一定数量的颗粒物
[75]

.但迄今为止,对气溶胶再

悬浮的研究非常少.Pryor 等
[76]
在森林上方测量干沉

降通量和浓度,拟合实验数据后得到负截距,暗示双

向通量的存在.尽管向上的惯性运动足以克服颗粒

物沉降可能是导致负向通量的原因,但颗粒物的二

次悬浮也可能对向上通量有所贡献,未来有必要进

行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和数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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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气溶胶干沉降速度实测值与模型计算结果的粒径分布 

Fig.1  Aerosol size distributions of measurements and predictions of dry deposition velocity 

2.3  干沉降速度模型的比较 

干沉降理论研究中,物理模型因为相对严格的

理论推导而占据主要地位,但前提假设、湍流边界层

的复杂多变以及输入参数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预

测结果的可靠性下降.相比而言,经验公式源于实验

测量数据,更有实用价值,从而成为描述干沉降过程

的另一种有效形式.例如,Wyers 等
[57]
发现干沉降速

度与摩擦速度成正比,沿着这一思路,Hicks 等
[77]
建

立了更为一般的形式, 

 vd/uf = aSc
b
 (6) 

式中:常数 a 由表面特性决定.根据干沉降速度与表

面粗糙度的对数关系
[78]

,Vong 等
[79]
在利用摩擦速度

进行无量纲处理后,得到植被地表的干沉降速度公

式,揭示了粗糙度、莫宁﹒奥布霍夫长度 L和叶面积

指数 LAI 的重要作用.此外,也有一些研究直接把干

沉降速度表示为粒径
[80]
、温度或湿度等物理量的函

数
[81]

.经验公式的缺陷是仅为区域性适合,粒径应用

范围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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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ely
[82]

借助电路的阻抗概念和欧姆定律,定

义干沉降速度为 vd=(Ra+Rb+Rc)
-1

,其中,空气动力阻

抗 Ra 控制颗粒从大气到沉降表面的传输,与风速和

浮力引起的磁通梯度有密切关系,Rb和 Rc分别代表

准层流层阻抗和地表层阻抗.尽管 Wesely 模型解析

形式简单而应用较多,但对重力沉降和表面粗糙度

的影响并没有充分考虑
[82]

.为此,Zhang 等
[83]
在考虑

风力间歇性作用的基础上,采用拖动分割理论开发

了一个新模型 

 
( )

1

s

d

a
exp

g

g

g

r r

w r

r r

−

⎛ ⎞−
⎜ ⎟= +
⎜ ⎟−⎝ ⎠

 (7) 

式中:rg 为重力阻抗,定义为粒子下降末速 wt 的倒

数;ra 为空气动力阻抗,与布朗扩散系数和涡旋扩散

系数有关;表面收集阻抗 rs由剪切应力、捕获效率、

Schmidt 数(Sc)和无量纲粒子弛豫时间共同决定;Sc

数定义为空气的运动粘度 ν与粒子的分子扩散系数

之比.经 4 个不同表面的风洞数据检验,该模型在预

测粗糙表面上的颗粒物沉降时效果较好,但模型包

含的许多经验常数增加了输入数据的变异性,并且

粗糙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捕获效率的影响并不

清楚. 

目前,模型估算结果只在某些特定的粒径段与

实测数据相吻合,不同类型沉降表面上的输入参数

对模型输出的影响仍不明确,所以,现有理论方案不

具备广泛的时间和空间适应性. 

3  结论 

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在大气气溶胶干沉降领

域取得了以下重要进展. 

3.1  在实验技术方面,颗粒物空气动力学粒径和通

量、气溶胶数谱分布函数、风速的 3 维瞬时量、动

能、摩擦速度、温度和涡旋扩散系数等均可通过仪

器测定,数据相对可靠.然而,气溶胶向地球表面的沉

降决定于颗粒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大气湍流、捕获

表面特性和微气象条件等诸多因素,以往的每个实

验只是针对几个参数进行较为简单的测量,因此,为

深入了解气溶胶干沉降的特点和变化规律,需要开

展不同粒度和时间尺度的连续观测和立体监测,使

测量的物理参数更全面、记录更充分,从而建立各种

相关物理量的完整数据库.同时,有必要对不同实验

方法和测量结果进行分析与对比,减少或消除实验

方法不同造成的数据差异. 

3.2  理论机制上,物理模型平衡了重力、浮力与空

气阻力的作用,半经验方案则综合考虑空气动力学

机制如气流输送和湍流扩散,以及颗粒物被表面捕

获的物理机制,包括布朗扩散、截留、碰撞、反弹、

热泳和扩散泳.一些无量纲参数相继被开发应用,如

Schmidt 数、Sherwood 数、Stokes 数以及无量纲粒

子弛豫时间等.但是,干沉降速度预测模型研究仍然

面临着一些问题的挑战:a)上述方案大都建立在简

化的基础上,如假设壁面型态均匀、表面颗粒物浓度

为零、流场在水平方向均一等;b)半经验方案把颗粒

物向地表沉降的过程分为 2层或 3层会引起函数的

不连续.所以,如何模拟气溶胶干沉降的真正状态和

真实过程,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3.3  实测结果与模型评估表明,描述气溶胶干沉降

过程的参数具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特征,如自

由流速度和摩擦速度都对干沉降速度有所贡献,但

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此外,模型输入参数之

间的复杂关系会导致放大某些参数的不确定性而

抑制其他参数,造成模型预测结果与实测值相差较

大.因此,今后有必要深入研究参数之间的耦合关系,

定量分析模型输入和输出参数的敏感度,这样才能

更好地构建未来的集合预测模型,以提高气溶胶干

沉降模型预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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